千里郁苍的大青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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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历史上的大青山曾经树木繁多，草丰林茂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可以从历史典籍中窥见一斑：东汉班固所著《汉书·匈奴传》记载：“有阴山，东西千余里，草木茂盛，多禽兽……”。明萧大亨所著《夷俗记 北虏风俗》记载：千里郁苍，厥草惟夭，厥木惟乔。彼中松柏连抱，无所用之......其余材木不可胜用矣......较猎阴山，十旬不返。积兽若丘陵，数众以均分”。清张曾所著《归绥识略》亦载：“大青山……高数千仞，广三百余里，南北百余里，内产松柏林木，远近望之，岚光翠霭，一带青葱，如画屏森列。”

      而进入17世纪末，大青山的生态开始遭到破坏，至18世纪中期，则成童山秃岭。人们不禁要问，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景况？下面，我们循着历史的脚步，去寻找答案：第一个原因是木材贸易。清康熙中期，归化城“外藩贸易，蜂集蚁囤”，随着商业贸易的兴盛，清廷设置了杀虎口关征收关税。雍正年间始，至少到乾隆二十三年，由理藩院每年颁给杀虎口关伐木照票100张，限定伐木区域为大青山，并不限定伐木数量，在商贸利益的驱动下，年复一年无度砍伐使得大量林木被毁。第二个原因是建城用木。17世纪末，清朝击败噶尔丹之后，其疆域大大拓展，八旗官兵驻防于右卫城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巩固边囿的要求，于是在塞外安设新的屯军要塞，便提上清廷的议事日程。而被看作“京畿之锁钥，晋垣之襟带,乌(兰察布)伊(克昭)诸盟之屏蔽,库(伦)、科(布多)、乌(里雅苏台)诸城之门户”的归化城附近成为修建绥远城的首选城址。据雍正十三年（1735年）土默特左翼都统丹津的奏折：用木之项，城门楼、钟楼、大小衙署、众兵丁之房、仓廒计有一万二三千间，需用大小木30余万根......奏请调用黄河岸上积存木材及穆纳山木材以供筑城之用。”然受命筑城的右卫建威将军王昌认为“工程用木于大青山砍伐足够”，于是民间流传“绥远城工竣，大青山林尽”。第三个原因是建房用木。屯军就需要粮秣，为解决驻防绥远城的八旗官兵的粮秣，清廷决定招民垦殖，于是从1736年开始，十余万晋陕农民应募出边，定居于此，开垦“大粮官地”。既定居，就需要建房，所需之木就地取材，据推算，此项用木远超建城之量。加之部分客民唯利是图，伐木转卖者渐多。可以说，建城使松柏用尽，建房则使榆杨柳桦等木用尽。第四个原因是烧炭伐薪。绥远城建成后，衙署数量骤增，城内有将军衙门、副都统衙门、协领衙门、佐领衙门共75所，防御衙署、骁骑衙署、笔贴式衙署共124所。另有公主府、各大寺院以及富商豪门都是用木炭取暖，烧制木炭的木料完全取自大青山。此外，普通居民的烧柴亦多仰给于大青山，及至民国时期，沿山一带乡民，“旦旦而伐，以代柴薪”或“论价求售，以谋斗升之需”。如此年复一年的刈割，使落叶乔木也荡然无存。上述四个原因使大青山由千里郁苍而童山秃林，不得不让人扼腕。随着森林的消失，大青山生态的急剧恶化，使得这一时期，大青山沿山一带或雨量减少,旱灾频发或山洪爆发，雨涝成灾，作为天然屏障的大青山失去了其原有的作用。

      新中国成立后，大青山生态的恢复成为内蒙古林业建设的重点工程之一。封山育林、天然次生林的抚育管理、人工造林等一系列的措施使得饱经沧桑的大青山生态渐次苏醒。改革开放以来，随着《森林法》和《内蒙古自治区森林管理条例》的严格执行，以及林木采伐、护林防火、森林病虫害防治等一系列管护措施的落实到位，大青山生态建设一路向好。进入新世纪，人们重新审视大青山，也重新审视人类自己，大青山是整个山南地区的一道无与伦比的天然屏障，它有力地抵御了在隆冬季节席卷而来的西伯利亚寒流，它更孕育了山南的一马平川、千里沃野。加强大青山的生态保护和建设备受重视。因此，内蒙古自治区郑重决定，要求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认真处理好大青山生态保护和发展经济的关系，处理好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，坚决制止和打击滥采石、乱挖矿等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，进一步加强大青山生态保护和建设。

     十八大以来，在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引下，大青山的面貌焕然一新，它一改往日的枯竭和荒芜，再现着数百年前千里郁苍、画屏森列之美好景象，成为祖国北方生态安全的一道坚实屏障。大青山的变化令人振奋而惊喜，它昭示了大自然的庄重与威严。高山仰止，巍巍大青山神圣不可侵犯，它无时无刻地警醒人类敬畏自然、拥抱自然，才是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最佳方式。

